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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长江来水与流域五河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年来鄱阳湖极端洪枯事件频发，2020–2024 年间出现涝旱急转现象，

水文情势不确定性增加。本研究综合运用 LSTM 神经网络与 MIKE21 水动力模型构建基于实测边界条件、无三峡水库调蓄及

常年平均流域来水三种情景，对比分析了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对 2020 年以来鄱阳湖发生的极端洪枯事件的影响。结果

显示：（1）三峡水库调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鄱阳湖洪水发生的风险；流域来水减少导致鄱阳湖低水位更低；二者共同作用导

致鄱阳湖秋旱加剧。（2）三峡水库调蓄是鄱阳湖丰水期水位的主控因素，导致极端洪水下降 0.09 ~ 0.38 m（占双因素综合影

响的 58% ~ 81%），而流域来水是枯水期水位降低的主因（降幅 0.13 ~ 1.12 m，贡献率达 35% ~ 100%）。（3）极端洪水情

势下，三峡水库调蓄的影响范围波及到整个湖区，水位下降区间最大达到 1.32 ~ 1.38 m，水位降幅自北向南减弱；极端枯水

情势下，流域来水主要影响主河道和南部抚河入湖区域，导致水位下降 0 ~ 3.96 m，水域面积减少 516.03 km²。研究成果可为

精准识别鄱阳湖极端水文事件的主导因子、优化水位调控策略及提升区域水文风险管理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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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inflow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five in-lake rivers basin, Lake Poyang has 

experienced frequent extreme flood-drought events in recent years. Rapid transitions between floods and droughts from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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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024 have heightened uncertainty in its hydrological regimes. This study integrated an LSTM neural network with the 

MIKE21 hydrodynamic model to simulate three scenarios: measured boundary conditions, scenarios exclud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and scenarios with average annual basin inflow. These were us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impacts of TGR regulation and basin inflow on extreme flood and drought events in Lake Poyang since 202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GR regulation moderately mitigated flood risk in Lake Poyang, whereas reduced basin inflow resulted in 

lower water level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exacerbated autumn drought conditions. (2) Under combined 

influences, TGR regulation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controlling water levels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reducing extreme flood 

levels by 0.09–0.38 m (accounting for 58%–81% of the total combined effect), while reduced basin inflow w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water level decline during the dry season (a decrease of 0.13–1.12 m, contributing 35%–100%). (3) During extreme 

floods, TGR regulation affected the entire lake, lowering water levels by up to 1.32–1.38 m, with effects diminis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During extreme droughts, reduced basin inflow mainly influenced the main channel and the southern inflow 

zone of the Fuhe River, reducing water levels by 0–3.96 m and decreasing the water surface area by 516.03 km². These findings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accurately identifying dominant factors in extreme hydrological events, optimizing water leve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improving regional hydrological risk management in Lake Poyang. 

Keyword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Basin Inflow; extreme flood-drought events; hydrodynamic simulation; Long-short-term-

memory network; Lake Poyang 

 

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天然径流调节湖泊，在优质水资源供给、洪水调蓄和流域生态保护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湖区、长江、五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鄱阳湖流域成为中国各大

湖泊流域中水力联系最复杂的区域之一[2]。洪水、干旱是鄱阳湖流域主要自然灾害[3]。 

1949 年以来，湖区发生大洪水 20 余次，1998 年鄱阳湖特大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376. 8 亿元，

农作物受灾 158. 4 hm2[4]；1978 年湖区特大干旱中，造成农业受灾面积 1445.7×103 hm2，受灾人口 1154.9

万人，是 1950 年以来农业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5,6]。随着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等影响，鄱阳湖的水文情

势发生巨大的变化，洪水、干旱等极端事件更加频繁[7]。2020–2024 年期间鄱阳湖分别发生过一次极端洪

涝和极端高温干旱事件，其中 2020 年江西省遭遇了持续性的暴雨天气，鄱阳湖水位迅速上升，湖区星子

站水位达到了 22.63 m，刷新了水文历史记录最高值[8]。2022 年鄱阳湖流域发生了自 1961 年以来最严重

的一次极端高温干旱事件，导致鄱阳湖水位迅速下降，出现“汛期反枯”的现象[9]。 

近年来，众多学者研究发现长江和流域来水变化、流域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影响等是导致鄱阳湖极

端洪枯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长江和流域来水影响方面，Yao 等[10]揭示了长江与本地流域对鄱阳湖季

节性低水位的差异化贡献，表明 1963 年春季低水位以本地流域作用为主，而 2006 年秋季低水位则主要

受长江流量控制；Xue 等 [11]得到三个关于水文干旱的重要结论：一是影响鄱阳湖水位的主要因素是流域

内的赣江来水，二是鄱阳湖秋旱加剧的原因是长江排湖作用导致的湖泊出流量增加，三是极端水文干旱

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流域来水偏低。在流域气候影响方面，姚仕明等[12]认为异常气象事件影响降雨和

湖区出入流是鄱阳湖出现极端洪枯水文情势的主要原因；武少轩等[2]发现鄱阳湖高水位的主因是流域内

强降水导致的径流激增。在人类活动影响方面，蒋涛等[13]推断三峡水库运行、湖区采砂等人类活动可能

是造成鄱阳湖面积缩小这一干旱化事件的最主要原因。其中，三峡工程调蓄是关乎鄱阳湖极端洪枯水情

应对的重点。赖锡军等[14]发现三峡工程蓄水导致鄱阳湖湖口、星子、都昌和康山水位平均下降 0.94 m、

0.74 m、0.50 m 和 0.03 m，加速湖水下泄，加剧了枯水期水位偏低现象。相反，胡挺等[15]发现三峡水库

运行对鄱阳湖水位降低并不起到决定作用，反而在消落期对抬升鄱阳湖水位还发挥积极作用。正如宋继

鹏等[16]指出：鄱阳湖的低枯水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于某一因素的影响。此

外，即使是主控因子，在不同水文阶段或水文年也存在角色差异。当前研究主要针对个别影响因素或聚

焦个别历史事件，对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极端洪枯事件缺乏系统性分析。此外，大部分关于三峡水库调蓄

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三峡水库建设前后（2003 年前后）两个时期水文条件的对比分析，所得结论反映的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明确区分三峡水库调蓄的单独贡献。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最新的水文数据，以近年来鄱阳湖连续发生的极端洪枯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

运用机器学习与水动力数值模拟的方法，通过情景设置明确区分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

水情的影响分量，为极端水文事件的预测与防范提供科学依据。预期达到以下几个研究目标：(1)识别三

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在不同极端洪枯情势下的作用方式；(2)揭示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

端水情的影响时机和程度；(3)探究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水情的影响范围与空间异质性。 

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河来水（如图 1），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 1494×108 

m3[17]，年均入江水量 1507×108 m3，约占长江年径流量的 16.87%[18]，对长江中下游起着调洪补枯的作用。

受五河及长江来水的双重影响，鄱阳湖水位的年际和年内差异较大，遵循 4–5 月涨水期、6–9 月丰水期、

10–11 月退水期和 12 月–次年 3 月枯水期的水文节律[16,19]。近年来，鄱阳湖枯水期提前，退水期缩短，

低枯水位持续时间延长，水文节律被扰乱，极端洪枯事件频发[19]。例如，2020 年鄱阳湖洪涝灾害共导致

673.3 万人受灾，需紧急生活救助 31.3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313.3 亿元[4]。2022 年特大干旱导致 1.97

万人饮水困难、60.2 万人生活需要救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71.4 亿元[20]。鄱阳湖草滩和泥滩是越冬候鸟

重要的觅食和栖息地，每年冬季到次年春季，大量珍惜候鸟迁徙至鄱阳湖越冬[21]。受极端洪枯事件影响，

鄱阳湖植被退化，多样性减少，候鸟食物资源短缺[22]。例如，受 2020 年夏季极端高水位的影响，水鸟越

冬前期湖区水位持续 38 天高于 14 m，水鸟栖息地面积不足[8]。而 2023 年极端枯水位的延长和提前对水

生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产生了不利影响[23]。鄱阳湖频发的极端洪枯事件，及其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影响引

发广泛的社会关注。 

 

图 1 鄱阳湖流域及湖区地理位置示意图（a）及水系概图（b–c）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Lake Poyang and its catchment (a) and the related river system distribution (b–c) 



2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 LSTM(long-short-term-memory)神经网络和 MIKE21 水动力模型，以近年连续发生

的极端洪枯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共同作用对鄱阳湖水位变化的影响。首先，基

于 LSTM 建立湖口站水位与长江径流、五河来水之间的长期依赖关系；再用实际汉口站流量减去三峡出

入库流量差，替代原来的实际汉口流量输入 LSTM 模型，预测无三峡调蓄情景下的湖口站水位。其次，

构建二维水动力模型，上边界设置为五河日径流量（经未控区入湖流量修正后的五河来水能够代表整个

流域的径流变化），下边界为湖口水位，通过参数敏感性分析优化最大、最小时间步长等关键参数，分

别构建实际条件（S0）、无三峡水库调蓄（S1）和平均流域来水（S2）三种情景。最后，通过方案对比

分析三峡工程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洪枯水情的影响。 

2.1 数据 

使用数据主要包括水文数据和气象数据。五河日径流量和湖口水位作为构建鄱阳湖二维水动力模型

的数据基础，五站水位和湖口流量用于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和率定。此外，汉口站、三峡出入库日径流量

及湖口水位用于验证和率定 LSTM 模型。水文数据选取鄱阳湖重要水文观测五站（湖口站、星子站、都

昌站、棠荫站、康山站）水位，鄱阳湖五河监测站（虬津、万家埠、外洲、李家渡、梅港、虎山、渡峰

坑）、湖口站等日径流量，时间序列为 1960 年 1 月–2025 年 3 月，数据来源于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还

收集了汉口站（代表长江径流量）、三峡出入库的日径流量，时间序列为 2006 年 1 月–2025 年 3 月，数

据来源于湖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气象数据提取 ERA5 再分析数据集中的逐小时降水、蒸发数据，转换

为逐日数据后使用，时间序列为 2003 年 1 月–2025 年 3 月。 

2.2 典型年识别 

通过对鄱阳湖五站 1960–2024 年水位数据的深度解析，发现各站历史最高与最低水位出现的时间有

60%集中于 2020–2024 年。如图 2 所示，2020 年 7 月 12 日，星子站出现 1960 年以来最高水位 22.6 m，

较历年最高水位均值 19.17 m 偏高 3.43 m。2022 年 11 月 17 日，星子站达到历史最低水位 6.48 m，较历

年同期水位均值 11.35 m 偏低 4.87 m。2023 年 7 月 20 日，星子站水位跌至枯水位以下，使 2023 年成为

1960 年有纪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较原最早出现日期(2022 年 8 月 6 日）提前 17 天[24]。2024

年 8 月 3 日，星子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19 m），仅相隔 38 天（9 月 10 日）水位便退至 11.77 m 进入枯

水期，10 月 9 日跌至 8 m 极枯水位，退水速率远超历史平均水平。 

 

图 2 2020、2022-2024 年历年星子站水位过程线与 1960-2019 年多年平均水位线 

Fig.2 Annual water level process at Xingzi Station for 2020 and 2022-2024 compared to multi-year average water level (1960-2019) 



综上，鄱阳湖 2020 年极端洪水位创新高，2022 年极端枯水位创新低，2023 年枯水期历史性提前和

2024 年涝旱急转的水情变化特征是极端洪枯事件判别的重要依据。因此，本研究选取 2020、2022、2023

和 2024 年作为典型年，进一步分析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洪枯水情的影响。 

2.3 研究方法 

2.3.1 LSTM 模型 本研究利用 LSTM 模型预测无三峡情景下的湖口水位。LSTM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循环

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主要通过引入遗忘门、输入门和输出门三个门控机制来调节信息

的流动[25], 处理和预测时间序列数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单层 LSTM 模型，基于时间序列将数据集划分

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别占总数据的 80%和 20%。模型的输入特征维度为 6，序列长度为 7000 d（2006

年 1 月–2025 年 3 月），隐藏层单元数设置为 128，适用于本研究的中等规模时序数据集。批次大小设置

为 16，初始学习率为 0.001，均为常用默认参数，并设置训练周期数为 500，确保能够充分学习到水位变

化的季节性、年际变化趋势。 

首先，利用 LSTM 模型以实际汉口站和五河流量作输入特征值，湖口水位作输出特征值，训练汉口

及五河流量与湖口水位之间的水文联系。其次，用实际汉口流量减去三峡出入库流量差，将调整后的汉

口流量和鄱阳湖五河来水输入长短期记忆模型，预测得到无三峡水库调蓄的湖口水位，为后续水动力模

拟中三峡水库调蓄的情景设计作数据支撑。 

考虑用实际汉口流量减去三峡出入库流量差并纳入滞后时间因素。三峡大坝蓄水导致的水流变化传

播至洞庭湖出口城陵矶约需 2–3 天，传播至鄱阳湖出口湖口约需 7 天[26]。汉口水文站位于长江中游，且

在城陵矶与湖口之间，可推测三峡大坝蓄水的水流变化到达汉口水文站的时间在 5 天左右。公式如下

（T=5d）： 

Q 修正汉口(t)=Q 实际汉口(t)-(Q 三峡出库(t-T)-Q 三峡入库(t-T)) 

图 3 三峡出入库流量差与汉口流量变化趋势展示了三峡水库出入库流量差与汉口实测流量的时序变化特

征。在典型丰水期内，三峡出入库流量差出现大量负值，表明三峡水库采取了明显的拦蓄减泄措施，尤

其在极端洪水事件下，三峡蓄水量大幅增加；在枯水期，三峡出入库流量差以正值为主，水库主要执行

补枯放水操作。汉口流量作为下游重要控制站点，其变化趋势提供了区域水文情势的参考背景，以辅助

理解不同调蓄行为所对应的水情状况。 

 

图 3 三峡出入库流量差与汉口流量变化趋势 

Fig.3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inflow–outflow difference and the observed discharge at Hankou 

2.3.2 水动力模型 鄱阳湖属宽浅型湖泊，水体垂向混合状况较好，且湖区岸线曲折复杂，地形空间变异

较大，适用于二维水动力数学模型。因此，本文利用无结构网格的 MIKE 21 模型[27]模拟有无三峡水库调

蓄和流域来水变化情景下的水文情势。模型采用 2010 年鄱阳湖湖盆地形，根据鄱阳湖历史洪水淹没范围

确定计算域（面积约为 3124 km2），利用三角形网格对计算域进行网格剖分，共剖分为 11251 个节点和



20450 个三角形网格单元。分别以鄱阳湖流域五河径流量和湖口水位作为水动力模型的上、下游边界条

件。模型的最大时间步长为 3600 s，最小时间步长为 4 s，可保证模拟过程的计算稳定性；涡粘系数取经

验值 0.28；因湖泊主河道、滩地以及子湖泊具有不同的植被类型，曼宁系数根据空间变化设定为 30~50 

m1/3/s[28]，干湿水深边界条件按默认设定干水深为 0.005 m，淹没水深 0.05 m，湿水深 0.1 m。风场中设定

风向为 45°，采用多年平均风速 3.03 m/s。将湖区逐日降雨和蒸发数据考虑到水动力模型中参与计算，以

常数 0 为模型初始流速条件，以模型起始时间一个月前的湖泊水位为初始水位条件来冷启动模型，确保

模型从静止状态逐步过渡到动态平衡。 

本研究设计三种模拟情景（表 1）探究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水情的影响。情景 S0

表征 2020–2024 年实际条件下鄱阳湖的水文情势。为了厘清三峡水库调蓄的影响，设置了情景 S1。在 S1

中，用 LSTM 预测的无三峡水库调蓄的湖口水位代替实际观测水位，通过对比情景 S0 与 S1 模拟结果，

预测三峡水库调蓄的影响。为了厘清鄱阳湖流域来水的影响，设置情景 S2。在 S2 中，由于三峡工程于

2003年竣工，为更好区分三峡调蓄和流域来水影响，以 2003–2024五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代替实际径流量，

通过对比情景 S0 与 S2 模拟结果预测鄱阳湖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水位变化贡献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𝑆0 − 𝑆1

|𝑆0 − 𝑆1| + |𝑆0 − 𝑆2|
× 100% 

𝑆0 − 𝑆2

|𝑆0 − 𝑆1| + |𝑆0 − 𝑆2|
× 100% 

表 1 水动力模拟方案 

Tab.1 Hydrodynamic simulation schemes 

模拟

方案 

模型边界条件 
目的与用途 

上边界 下边界 

S0 
2020–2024 年鄱阳湖流域五河实际

日流量 
2020–2024 年湖口实际日水位 

实际条件，表征真实

情况下 

S1 2020–2024 年鄱阳湖流域五河实际

日流量 

2020–2024 年 LSTM 预测得到

的湖口日水位 

情景设计，表征无三

峡调蓄情况下 

S2 2003–2024 年鄱阳湖流域五河多年

平均日流量过程 
2020–2024 年湖口实际日水位 

情景设计，表征常年

流域来水情况下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拟精度与情景分析 

LSTM 模型以及 MIKE 21 水动力模型的模拟结果和总体表现如图 4 和表 2 所示。通过对比模拟值

与实测值，发现鄱阳湖水文站点实测与模拟过程线拟合良好，均很好地呈现了湖泊流量和水位的季节性

变化。LSTM 模型在训练和测试阶段的确定性系数 R2 均为 0.99，纳希效率系数 Ens 分别达到 0.99 和 0.98，

相对误差 RE 均小于 4%，预测效果理想。此外，从水动力模型的水位模拟结果来看，星子、都昌、棠荫

和康山站水位拟合的效果较好，确定性系数 R2 介于 0.98 ~ 0.99，纳希效率系数 Ens 介于 0.93 ~ 0.98，相

对误差 RE 均小于 7%。从水动力模型的流量模拟结果来看，湖口模拟与观测流量拟合的确定性系数 R2

达到 0.91，纳希效率系数 Ens 达到 0.90，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位和峰值吻合。总体来说，两种模型的模



拟效果都较好，能够反映不同情景下鄱阳湖的水文态势。 

 

图 4 模型模拟实测值与模拟值序列（图（a）为 LSTM 模型预测结果，图（b）–图（f）为 MIKE 21 模型模拟结果） 

Fig.4 Comparison of observed and simulated values (Fig. (a) shows results predicted by the LSTM model, while Figs. (b)–(f) show 

results simulated by the MIKE 21 model) 

表 2 LSTM 和 MIKE 21 模拟结果精度 

Tab.2 Accuracy of LSTM and MIKE 21 simulation results 

模型 对象 R2 Ens RE 

LSTM 
训练集 0.99 0.99 0.2% 

测试集 0.99 0.98 3.1% 

MIKE 21 

湖口流量 0.91 0.90 26.4% 

星子水位 0.99 0.98 4.3% 

都昌水位 0.99 0.96 6.7% 

棠荫水位 0.98 0.98 2.7% 

康山水位 0.98 0.93 3.9% 



3.2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的作用方式 

    为更好区分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水位的影响，将三种模拟情景下的星子站水位进行

比对（图 5）。常年平均流域来水情景（S2）的水位在低水位相较于实际情景（S0）整体偏高，而无三

峡情景（S1）的水位主要在峰值处相较于实际情景（S0）偏高。这说明三峡水库调蓄在洪水期间有削弱

洪峰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鄱阳湖洪水发生的风险，使 2020、2022、2024 年星子的最高水位分别下

降 0.34 m、0.9 m、0.79 m，最大可导致 2020 年 8 月 21 日水位下降 1.35 m。2020、2022、2023 和 202

4 四个水文年星子站的平均落差分别–0.01 m、–0.31 m、0.18 m、–0.07 m，中值落差分别为 0.07m、–0.

14 m、0.22 m、–0.01 m。与之相比，流域来水减少加剧了鄱阳湖的干旱情势，导致四个水文年星子的

最低水位分别下降 0.67 m、0.95 m、0.59 m、0.74 m，最大导致 2023 年 3 月 12 日水位落差达–3.26 m。

与多年平均来水条件相比，四个水文年星子站的平均水位落差分别为–0.3 m、–0.62 m、–0.17 m、–0.26

 m，中值落差分别为–0.16 m、–0.63 m、–0.11 m、–0.18 m，说明近年来流域来水大幅减少。 

 

图 5 三种情景模拟结果比对 

Fig.5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three scenarios 

3.3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的影响时机和程度 

图 5 展示了极端洪枯年中涨水期、丰水期、退水期和枯水期四个时间段三峡调蓄和流域来水共同作

用下对鄱阳湖水位的影响程度。   

三峡水库调蓄在丰水期和退水期削减了高水位，发挥了防洪作用。2020 极端洪水情势下，三峡水库

调蓄使鄱阳湖丰水期水位平均下降 0.09 ~ 0.11 m（表 3）。在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共同作用引起的

水位变化中（下同），三峡水库调蓄在星子、都昌、棠荫、康山的影响分量分别是–81%、–72%、–67%、

–68%。同时，三峡水库调蓄使退水期仍高居不下的洪水水位平均下降了 0.35 ~ 0.38 m，影响分量分别是

–81%、–73%、–70%、–58%。由此来看，鄱阳湖洪水期水位变化主要由三峡水库调蓄起主导作用。 

三峡水库调蓄引起鄱阳湖秋旱加剧，枯水期提前。三峡水库调蓄在四个典型极端水文年中，均在其

退水期起到了削弱水位的作用。2022 和 2024 年鄱阳湖水位分别在丰水期和退水期跌落 8 m 极枯水位，

丰水期三峡水库调蓄使前者水位下降 0.35 ~ 0.9 m，对后者影响较小。退水期，三峡水库调蓄分别使这两

年平均水位下降 0.26 ~ 0.3 m 和 0.3 ~ 0.43 m，且仅影响至星子和都昌，棠荫和康山的水位基本无变化。

对于 2023 年，三峡水库调蓄在退水期使棠荫和康山水位下降了 0.1 ~ 0.11 m，对星子和都昌水位起到了

抬升作用。四站水位产生的正负影响差异可能是由于长江拉空作用的影响范围比顶托作用的影响范围更

大。长江拉空作用影响到了康山，降低了四站水位，而顶托作用只影响到了都昌，抬升了星子和都昌水

位。虽然，三峡水库调蓄加剧了鄱阳湖的秋旱，但流域来水减少是导致 2022 和 2024 年退水期水位维持

极端枯水的主因。流域来水减少使 2022 年水位下降 0.9 ~ 1.51 m，对四站水位的影响分量分别是–79%、

–85%、–100%、–100%；使 2024 年水位下降 0.33 ~ 0.53 m，影响分量分别是–47%、–64%、–98%、–100%。 

此外，流域来水主导鄱阳湖枯水期水位下降，是导致鄱阳湖极端枯水的主要原因。流域来水在枯水

期加剧了鄱阳湖水位的下降，使 2020 年枯水期水位下降 0.58 ~ 0.88 m，2022 年枯水期水位下降 0.48 ~ 



0.9 m，2023 年枯水期水位下降 0.13 ~ 0.29 m，2024 年枯水期水位下降 0.72 ~ 1.12 m。对 2020、2022 和

2024 年水位下降的影响分量均在 95%以上，2023 年除对星子水位变化的影响分量低于三峡调蓄外，其

余站均高于三峡调蓄。由此来看，鄱阳湖枯水水位变化主要由三峡水库调蓄起主导作用。  

 

图 5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在涨-丰-退-枯水文节律下对鄱阳湖水位的影响分量 

Fig.6 Impact components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ulation and Basin Inflow on Lake Poyang water levels under the rising, 

flood, receding, and dry hydrological rhythms 

 

3.4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变化的影响范围及空间异质性 

由于三峡水库调蓄对极端洪水的水位变化起主导作用，而流域来水对极端枯水的水位变化起主导作

用，为进一步阐明典型极端洪枯年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变化对鄱阳湖极端水情的空间影响特征，以

星子站为典型水文站，分别选取近年来三峡水库调蓄在洪水期水位落差最大的一天（2020 年 8 月 21 日），

以及流域来水在枯水期水位落差最大的一天（2023 年 3 月 12 日）作为关键时间节点进行分析。图 6 和

图 7 呈现出情景 S0-S1 和情景 S0-S2 在极端水情下鄱阳湖的水位差异时空分布，分别表示三峡水库调蓄

和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水位变化作用最显著时的空间影响，图中白色区域表示水位变化极小或未发生水位

变化的区域，灰色和黑色分别表示在三峡或流域影响下由湿转干和由干转湿的区域。  

三峡水库调蓄在极端洪水情势下最大可使水位下降 1.32 ~ 1.38 m，且影响范围波及整个湖区，全湖

平均降幅 1.34 m。同时，鄱阳湖水位对三峡调蓄的来水减少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响应特征，自北部入

江河道向南部湖区降幅逐渐减小,但整体降幅相差并不大。  

流域来水在干旱情势下最大可使水位下降 0 ~ 3.96 m，鄱阳湖主河道降幅最大、南部抚河入湖处次

之，由主河道向两侧水位降幅减小，五站中星子和都昌附近降幅最大，康山附近降幅较大，湖口和棠荫

东部水位降幅较小。流域来水使中部湖区面积为 516.03 km2 的区域由湿转干。 



 

表 3 三峡水库调蓄和流域来水对 2020、2022–2024 年不同水文阶段的平均水位变化统计 

Tab.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verage water level changes in different hydrological stages of 2020 and 2022–2024 due to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ulation and Basin Inflow 

年份 
水文

阶段 

三峡水库调蓄影响的平均水位变化/m 

（S0-S1） 

流域来水影响的平均水位变化/m 

(S0-S2) 

星子 都昌 棠荫 康山 星子 都昌 棠荫 康山 

2020 

涨 0.42 0.32 0.21 0.03 –0.63 –0.78 –0.68 –0.43 

丰 –0.09 –0.10 –0.10 –0.11 0.02 0.04 0.05 0.05 

退 –0.35 –0.36 –0.37 –0.38 –0.08 –0.13 –0.16 –0.28 

枯 0.03 0.01 0 0 –0.58 –0.87 –0.65 –0.88 

2022 

涨 0.32 0.27 0.22 0.14 –0.04 –0.06 –0.06 –0.01 

丰 –0.90 –0.84 –0.51 –0.35 –0.49 –0.72 –0.54 –0.73 

退 –0.30 –0.26 0 0 –1.12 –1.48 –0.90 –1.51 

枯 –0.03 –0.02 0 0 –0.79 –0.9 –0.48 –0.64 

2023 

涨 0.07 0.04 0.03 0 –0.08 –0.10 –0.11 –0.05 

丰 0.04 0.04 0.03 0.02 –0.26 –0.33 –0.30 –0.14 

退 0.10 0.05 –0.11 –0.10 0.03 0.07 0.15 0.26 

枯 0.40 0.24 0.04 0 –0.22 –0.29 –0.13 –0.26 

2024 

涨 0.17 0.14 0.13 0.07 0.26 0.38 0.41 0.39 

丰 –0.07 –0.07 0.01 –0.02 0.02 0.03 0.03 0.03 

退 –0.43 –0.30 –0.01 0 –0.39 –0.53 –0.33 –0.41 

枯 0.02 0 0 0 –0.84 –1.12 –0.72 –0.90 

 

图 6 三峡水库调蓄对鄱阳湖极端洪水的影响范围 

Fig.7 Impact range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ulation on extreme floods in Lake Poyang 



 

图 7 流域来水对鄱阳湖极端枯水的影响范围 

Fig.8 Impact range of Basin Inflow on extreme low water levels in Lake Poyang 

4 讨论 

本研究对近年来长江中下游连续发生的极端洪枯事件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实测边界条件-无三

峡调蓄-多年平均流域来水"多情景对比框架，突破了传统研究依赖历史对比的局限性，实现了对三峡水

库调蓄与流域来水独立贡献的精准分离。研究揭示了 2020–2024 年极端洪枯事件中两大驱动因子的差异

化作用机制，从水文节律动态视角解析了不同阶段的影响权重，定量刻画了影响的空间梯度特征。该成

果可为长江中下游水库群协同调度提供参考，建立的"机制解析-贡献量化-空间映射"研究方法论，为流域

尺度极端水文事件归因分析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三峡水库调蓄能够有效削减鄱阳湖洪峰水位，而流域来水减少则是鄱阳湖极端干旱事件的主导因素，

与既有研究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一致性方面：李沛等[29]基于 2020 年洪水事件，指出三峡水库通过调

度编号洪水显著削减洪峰，缓解中下游防洪压力，与本文“三峡调蓄使星子站极端洪水期水位最大下降

1.35 m”的结论一致；Zhang 等[30]发现三峡工程导致鄱阳湖夏末至秋季（对应本文退水期）水位明显降

低，与本文“三峡调蓄加剧秋旱（退水期平均降幅 0.26 ~ 0.43 m）”的结论相符；闵骞等[31]强调流域降

水与五河来水变化是鄱阳湖枯水主因，与本文“流域来水贡献率 35% ~ 100%”的结论一致，均指向流域

来水减少的核心作用。差异性方面：李沛等[29]认为三峡水库因高水位运行与鄱阳湖空间距离限制，防洪

效能有限，而本文发现三峡调蓄仍显著缓解水位抬升（2020 年丰水期水位降幅 0.09 ~ 0.38 m）。差异原

因在于情景对比方法：本文通过“无三峡情景（S1）”剥离了长江自然来水与调蓄的叠加效应，证明即

便上游来水增加，三峡调蓄仍通过流量调节间接削弱倒灌压力。此外，Liu 等[32]提出鄱阳湖面积萎缩主

因是长江阻水作用削弱，而本文强调流域来水减少的直接驱动（枯水期水位最大降幅 3.96 m）。矛盾可

能源于变量分离不足：Liu 研究未区分长江阻水作用中三峡调蓄与其他因素（如自然径流变化）的贡献，

而本文聚焦三峡调蓄对长江水位的独立影响，发现其对湖泊外流端调控有限，凸显流域来水的关键性。

未来需结合阻水作用动态分析，进一步厘清双因子耦合机制。 

虽然本研究对鄱阳湖极端洪枯事件的两个关键驱动因子（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变化）的影响程

度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系统性解析，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在流域影响分析上以五河来

水汇入鄱阳湖的最终径流量代表流域内发生的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影响，将两因素划分为一个整体变

量，可能会导致流域整个过程中一些细节因素的遗漏。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区域气候变化和人类

活动加剧是造成鄱阳湖流域水旱灾害的主要因素[33]。气候变化通过降水的时空变化影响径流过程的时空



变化，而人类活动通过灌溉、水库调节等影响径流过程[34]。未来可结合降水、蒸发、土地利用变化等高

时空分辨率数据，通过水文模型与遥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五河径流的独立

贡献，并评估其对极端洪枯事件的长期影响。其次，在 LSTM 模型模拟湖口水位时，由于未考虑汉口到

湖口河段的流域径流，使湖口汛期水位模拟值偏高，进一步导致无三峡水库调蓄这一情景的模拟结果偏

高；同时，我们直接使用实际汉口流量减去三峡出入库流量差的方法，也未充分考虑宜昌到汉口河段的

河槽调蓄作用，部分水量被存储在河槽中，可能导致实际抵达汉口的流量相较于三峡调蓄后的流量偏低，

两者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三峡水库调蓄的作用。在洪水期间，高估三峡调蓄对鄱阳湖水位的降低作用

可能会导致对洪水风险的低估，进而影响区域防洪规划的制定。未来可引入河槽调蓄模型，并纳入更完

整的流域径流特征参数，更准确地模拟流量变化的过程。此外，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共同作用，鄱阳湖的

湖盆地形不断发生变化，而湖盆地形的变化将直接引起湖泊水位、流量等水文、水动力条件的变化[35]。

与 1998 年地形相比，2010 年地形条件下，受地形下切影响，低水期水位最大可降低 1 ~ 2 m，涨、退水

过程水位降低值也均在 0.6 m 以上，而高水期水位平均降幅最大不超过 0.4 m[27]。本文未考虑地形下切对

鄱阳湖在极端水情下水位时间、空间上的影响，这可能是导致枯水位时模拟精度降低，模拟水位系统性

高于实测值的原因。在湖口流量模拟中，精度较差除流量模拟本身难度较大以外，也与湖盆地形的变化

密切相关。水动力模型采用 2010 年实地勘测湖盆地形资料，湖盆总体上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

布格局，湖区北部入江通道段下切严重，而本研究模拟时段为 2020–2024 水文年，其间数十年的地形变

化没有捕捉到，导致流量模拟的偏差加大。尽管湖口流量相对误差较大，但从流量过程的相位和趋势判

断来看，模拟值与实测值整体吻合良好，且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在不同情景下对

鄱阳湖水位和水动力过程的相对影响与空间分布差异，因此上述误差对本文核心结论的影响相对可控。

未来可通过引入高精度地形数据，更精细的捕捉地形细节，动态模拟湖盆地形变化对水文情势的影响，

特别是针对极端枯水期的水位下降问题，提高模拟精度。 

本研究的理论结果可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对频发极端水文事件的水资源安全调控与生态保护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三峡水库及上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群的联合运用，充分发挥了“拦洪”“削峰”和“错峰”作用
[36]。正常情况下，鄱阳湖汛期主要集中在 4–6 月，长江中上游汛期在 7–8 月，两者错开，不会引发大洪

水[37]。然而，受极端气候事件和人类活动等共同影响，鄱阳湖洪枯突发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大幅增加，近

年来水文情势呈现偏枯主导趋势。面对这一变化趋势，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极端水文事件的预测预警，

科学评估洪枯突发事件的演变规律，提前制定相应的水资源调度策略。此外，鄱阳湖作为亚洲最大的候

鸟栖息地[38]，其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要影响。夏季是湖区植物生长的关键期，水位过高

或水淹时间过长会降低湖区沉水植物的种群密度和生物量[39]，而枯水期的水位提前消退会导致湖区苔草

提前生长老化使其适口性变差[40]。过高和过低水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越冬水鸟食物资源短缺。而三峡

水库调蓄对高水位的控制作用有利于缓解对湖滨湿地植被的过度淹没压力，但对秋季旱情加剧的影响不

利于水生生物生存。此外，流域来水的大幅减少，导致洲滩湿地大面积裸露，威胁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针对以上情势，建议优化长江干流水库与鄱阳湖流域水库的联合调度模式，探索更加灵活的调控方案，

如在洪水年优化洪水错峰调度，在枯水年丰水期提前蓄水，增加枯水期的水资源储备等，以增强水库群

的应对能力，最大程度降低极端水情给流域生态及经济带来的损失。 

5 结论 

本研究系统评估了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在近年来鄱阳湖连续发生的极端洪枯事件中的作用与影

响，构建了融合深度学习与二维水动力模拟的耦合框架，量化了两类关键驱动因子在不同水文节律下的

相对贡献，揭示了鄱阳湖水位响应的主控机制及其空间格局，为识别主导因子、制定差异化调控策略提

供了技术支撑。主要结论如下： 

（1）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通过不同机制共同影响鄱阳湖极端水文情势。三峡水库调蓄主要在洪水期

间通过削减长江来水抬水作用发挥控洪效应，而流域来水变化则主导了枯水期水位波动。极端洪水年中，

三峡调蓄可使星子站水位最大下降 1.35 m；极端干旱年份中，流域来水减少使星子站水位最大下降 3.26 



m，水文情势急转加剧。 

（2）两类因子作用时段具有阶段性，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三峡调蓄在丰水期和退水期主导洪水水位

变化，2020 年水位降幅为 0.07 ~ 0.38 m，贡献率达 58% ~ 81%；同时，在 2022–2024 年退水期亦产生 0.1 

~ 0.43 m 的水位下降，加剧秋旱程度。流域来水是枯水期水位下降的决定性因素，2020–2024 年降幅达

0.13 ~ 1.12 m，贡献率为 35% ~ 100%，是秋季极端干旱的主因。 

（3）三峡水库调蓄与流域来水对湖区的空间作用范围存在显著异质性。调蓄影响在极端洪水期覆盖整个

湖区，最大水位降幅 1.32 ~ 1.38 m，降幅自北向南逐渐减弱；而流域来水减少主要作用于主河道及抚河

入湖区，最大可致水位下降 3.96 m，并导致中部湖区 516.03 km²水体干涸。 

本研究构建的响应评估框架和定量分析方法，为识别极端水文事件主控因子、优化水资源调度策略

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果表明，在洪水期应充分发挥三峡及其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的“削峰错峰”效能，

在枯水期需加强对流域降水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评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虑湖盆地形演化与气候-人

类活动协同影响，提升对极端洪枯事件的模拟与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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